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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立宪图书 

――兼评《中国出版通史•清代卷（下）》谬误一例 

 

 

柳  和 城 

 

 

清末。曾出现过一场不大不小的立宪运动，出版界为之摇旗呐喊，起了很大作用，

影响深远。 

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个标志性事件。1906年9月，清廷

宣布“预备立宪”，同年12月，由一批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组成的“预备

立宪公会”在上海成立。1908年，清廷又先后颁布了《各省咨议局章程》、《立宪

九年逐年筹备事宜》以及《宪法大纲》等。但规定“自必用钦定宪法”，实际上拒绝

国内资产阶级“速开国会”的要求。 

商务印书馆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出版企业，也是立宪派的“大本营”。预备立

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是商务董事会董事，该会会董、会员中包括商务总经理夏瑞芳、编

译所长张元济以及高凤岐、陆尔奎高梦旦、陶葆霖、孟森、杨廷栋等编译所骨干在内

有十几位之多。从1907年开始，商务印书馆连续出版了大量立宪图书，既有中外法

典汇编，又有清廷颁布的最新立宪章程、上谕，更有一批讲解立宪知识的通俗读物。

这些图书对打破封建统治，普及资产阶级法律常识和民主政治思想起过积极的作用。 

但是，我们在最近出版的《中国出版通史•清代卷（下）》里，却看到另外一种

说法。 

该书作者汪家熔先生在第九章的“出版界对九年预备立宪各事态度”一节里，引

录“当时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日本[光绪三十四年]八月初五写给编译所”的信。那

是指张元济1908年8月31日致高梦旦、陶葆霖、杜亚泉三位的信，原信引录较长（中

间有节略，而未用省略号），这里根据《张元济全集》摘录其要点。第一，清廷宣布九

年预备立宪计划，张谓：“海外闻此消息，不觉欣喜。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？报上又

有‘钦定宪法’字样，此事恐为将来祸根。然能为祸与否，究视吾民之如何自待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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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对预备立宪公会，认为“不宜随声附和，宜时时从高一层落想，以为国民之向

导。”第三，嘱编译所宜着手编译政法书籍，“为公为私均不可缓……尤重在编浅近

诸书，层层解说，如何为议院，何为选举，每类一册（如条目过多分数册亦可），排列

次第，如第几集第几编之类，成一丛书，专备内地绅士入门研究之用。文字稍优美而

解释务宜明晰，理想切戒过高。”[1]任何不带偏见之人，都会从此信得出结论：张元

济对立宪积极而又有较清醒的认识，主持编译立宪图书，目的在于启迪民智，普及国

民常识。然而，汪先生在引完张元济这段重要论述后，却立即解读为：“这段文字，

可见‘为公为私均不可缓’的真谛：既宣传可扩大同志，又增加了经营，添加利

润。”[2]是褒是贬，明眼人不难分辨。 

接着，汪先生又断言：“我们在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（1910年）七月出版的可供

书目《图书汇报》第1期看，商务印书馆没有出过任何讲解书。”为什么呢？作者引

录一部叫《清光绪帝外传》的野史里的话，称清廷以“不分满汉”名义，排斥汉族官

员，“预示风暴来临。所以虽然要立宪，关于立宪的书籍，从此消失在出版物新书目

录中。”[3]要证明清廷排斥汉族官员，成立所谓“皇族内阁”，史料很多，作者却冗

长地引用一部野史记载，实在有点滑稽。无非想告诉人们：张元济的指示并未得到贯

彻执行，潜台词让人捉摸不透。仅隔一页，作者却又自相矛盾地说：清末“出政法书

的首先是商务印书馆”，“在《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》1910年第1号所列政法图书达

88种……除一般宪政外，还有法律、警察、教育法制等。”[4]也许在汪家熔先生的逻

辑中，“浅近”、“解说”之书只为“添加利润”，不登政法类书大雅之堂的。历史

事实是否如此呢？回答是否定的。数年前，笔者就目睹过多种商务版立宪图书。譬

如： 

《立宪国民读本》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十二月初版，

二册，定价三角。 

《咨议局章程要义》，钟达编纂，孟森序，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十一月初版，

定价二角五分。 

《调查户口章程释义》，陶葆霖编纂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九月出版，二年（1910） 

四版，定价一角五分。 

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要义》，王士森编纂，孟森校订，宣统元年三月初版，定

价二角五分。 

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论纲》，钟达编纂，孟森校订，宣统元年十月初版，定价

二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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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城镇乡自治章程通释》，杨廷栋编纂，宣统元年四月初版，十月四版，定价三

角。 

《立宪国民读本》原书没有标明校订者，但当时商务广告明确说明张元济校订，

说：“此书备言国家与人民之关系及其权利义务。其立法、司法、行政制度，亦言之

綦详。”[5]上册有国家、国体政体、君主与主权、臣民、宪法、立法作用及立法机关、

国会、议员选举及投票……等40课；下册有军事、兵制、陆军、海军、教育、学堂

及图书博物馆、农工商、货币及度量衡、发明意匠之保护、公司及银行……等40课。

内容浅显易懂，贴近实际 ，虽名“立宪读本”，其实告诉人们的是近代国家国民应

有的普通知识及必须具备的素质。《读本》出版后，送请清政府学部审定未获通过。

学部评语云：“讲解尚详，惟应遵照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谕旨以及历次宪政调查

馆所定各条重行编辑。”[6]于是张元济请陶葆霖、陈承泽二位参加，“遵学部评语逐

条校订，悉行改正”。1909年《立宪国民读本》出版“订正”版。原书改正了哪些

内容，因未见此版，无从比对。然而此书的实用性与通俗性不容怀疑。 

《咨议局章程要义》等均是百余页的小册子，定价仅几角钱，不算“浅近”“解

说”立宪的讲解书又算什么呢？有两种一年内发行四版，销量之广，可见一斑。见于

广告上的商务印书馆出的立宪书就更多了。仅仅上述几种书里介绍的其他立宪图书就

有：《咨议局章程浅释》，杜亚泉编纂，四角；《咨议局职员须知》，杨廷栋编纂，

一角；《咨议局章程表解》，高凤谦编，三分；《九年筹备宪政一览表》，高凤谦编，

四分，等等。从其定价来看，都应该是通俗的讲解书或图表。笔者手头有一册宣统元

年（1909）出的《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》复印本。其中“政法类”图书分九类：中国

法令（18种）、政法总类（2种）、法律（11种）、政治（13种）、宪政（8种）、议会

（4种）、地方自治（4种）、财政（9种）、政法杂类（9种），共计78种。前述笔者所

见六种均列入其内。宪政类8种为：《宪政论》（四角五分）、《宪法研究书》（一

元）、《日本之预备立宪之过去事实》（二角五分）、《订正立宪国民读本》（三角）、

《宪政初纲》（二角五分）、《日本宪法义解》（三角）、《万国宪法比较》（三角五

分）《政治学及比较宪法论》（二元五角）；议会类4种为：《十六国议员典例》（一

元五角）、《汉译日本议会法规》（四角）、《日本议会纪事全编》（一元五角）、

《日本议员必携》（八角）。这两类书显然大多数也是普及立宪知识的通俗读物。能

说“与立宪与否无关”吗？ 

这些图书的宣讲性也是不容置疑的。高凤谦（梦旦）所编的两幅图是最好的证明。

一称《九年筹备宪政一览表》，将筹备立宪事宜分解成三张表：第一表以年为纲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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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表以事为纲，第三表以官为纲。“凡筹备之先后各事宜及职守之所在，瞭如指

掌。”[7]二称《咨议局章程表解》，则把咨议局各层次关系用图表列出，“其法律名

词或代以通行之语，或稍加解释，一览即明。”[8]商务印书馆的《东方杂志》曾连续

刊登宣传立宪的文章，成为国内立宪派重要的舆论阵地之一。上面提到的《宪政初

纲》一书，就是1909年《东方杂志》出版的临时赠刊，“专辑吾国之立宪事实，网

罗宏富，纪载详明。”[9] 该书所收录的史料，至今还常被学人引用。这些书刊的发

行，对于长期为封建皇权思想束缚的普通民众来说，无疑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、自由、

平等思想和法律常识的洗礼，其进步意义不言而喻。 

前引张元济致高梦旦等人信里还有一段重要文字，汪著未引。张当时关照说：

“诸公如表同情，请即举办。”并提名孟森、杨廷栋、蔡文森几位办理此事，由孟森

“一手经理”。[10]上述书目中出现的编者名字正与此相符。1911年3月，商务印书馆

又创办《法政杂志》。张元济请梁启超为该刊撰序，说明发行此杂志在于“冀以普通

政法知识灌输国民”[11]《政法杂志》广告则明确指出：“国家实行立宪政治之期益

迫。凡吾社会必有多数人能知立宪政治之精神，方能收立宪政治之善果。本社同人特

发刊杂志，宗旨在研究法律、政治现象，参证学理，以促进群治，而尤注重法律方面

之研究，以期合法治精神。”[12]该杂志为月刊，每册一角五分，预订半年或一年可

以优惠。民国初还继续发行，直至1915年停刊。它的寿命比清政府“预备立宪”长

得多。此外，张元济还为浙江《法学协会杂志》撰序，说：“冀上助宪政之进行，下

为社会谋幸福”。[13]张元济甚至把儿童游戏也纳入宣传宪政的轨道。1911年初，他

与高梦旦把一种叫《升官图》的旧式游戏改造为《选举图》，“筹借新年游戏之趣，

为补助教育之用”。[14]这是一种类似今天飞行棋的游戏，商务印书馆当时正式制造

发行，风行一时。 

事实证明，1908年至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立宪图书，不仅品种丰富，

而且以通俗讲解书为主。除未按原计划辑成丛书这一条外，张元济对高梦旦等人的指

示得到迅速贯彻和落实。所谓“没有出过任何讲解书”，“关于立宪的书籍，从此消

失在出版物新书目录中”云云，完全不符合事实，作者又一次彻底否定了自己过去说

过的话。他在《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――张元济传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）一书中，

曾探讨过1906年至1911年商务出版大量政法书籍的原因，清楚地写道：“商务印书

馆在这五年多中出版各国宪法、宪法介绍、各国民法、刑法、议院制度以及我国咨议

局、资政院章程办法的解释以及讲解地方自治的书籍达七十多种。其中《汉译日本法

规大全》是八十册一部的大书。这些书有利于宪政的推行。”[15]这里用了“解释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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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讲解”，怎么过了二十年，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呢？汪家熔先生是商务馆史研究

专家。令人遗憾，他近些年不知什么原因常出怪论。《中国出版通史•清代卷

（下）》里问题多多。一说张元济进商务，“当时社会习惯，只能是张元济找夏瑞

芳”（第181页）；一说《张元济年谱》编者称夏瑞芳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中亏了公司

巨款，是采用了“无聊文人‘报屁股’文字”（第182页），等等。笔者另有专文评论，

兹不赘述。 

过去人们常常把“立宪”与“保皇”一起捆绑。诚然，立宪派大都保皇，但保皇

党并非就是立宪派。立宪运动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社会改革风潮。

运动宣传了爱国主义，激发了人们的爱国激情；提高了人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主义

觉悟水平；从而推动了国家政治制度的近代化。辛亥革命的直接导火索就是四川立宪

派领导的保路运动。今天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肯定它的历史作用。商务印书馆出版过

大量立宪图书，既然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，无须避讳，那么，在晚清出版史写作上，

更不该采取“鸵鸟政策”，视而不见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注释： 

[1][10]《张元济全集》第3卷第133页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。 

[2][3][4]汪家熔《中国出版通史•清代卷（下）》第277至279页，中国书籍出版社

2008年12月。 

[5]《咨议局章程要义》广告页。 

[6][7][8][9]《商务印书馆书目提要》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。 

[11][14]1911年1月28日张元济致梁启超书，《张元济全集》第3卷第207页，商务印

书馆2007年9月。 

[12]《东方杂志》广告页。 

[13]《张元济全集》第5卷第351页，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。 

[15]汪家熔《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——张元济传》第138页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4

月。 

 

（LIU Hecheng） 


